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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指示性作为符号认知的基本框架，能使符号与记忆、记忆与认同产生联结关系，

因此，指示性不仅是民族记忆的基础，更是形成民族认同的作用机制。基于现实因素，民族

记忆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发生流变，成为区别于历史文本或其他族群文化的全新记忆，因

而具备积极建构的可能性。在指示性理论的框架下审视“龙”作为中华民族之共同记忆的

符号再现，可发现，它不仅是各族群共有的与世界之关系的缘起锚定，也是跨民族的时间节

气指命名与仪式的重要符号，可由此反思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应当如何达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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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多民族共生，古代民族间来往、杂
居使得民族融合成为可能，而地理位置与生产

方式的相对隔离，聚居使得各民族形成了自身

的独特体系。从拓扑关系而言，中华民族共同

体内部的各族群关系是网状融合的，民族意识

更是呈现出“一体”与“多元”相互交织的态势:

在连续不断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各具特

色的民族文化; 共时层面上，各民族交流互生，

涵养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 Benedict Ｒichard O＇Gorman Anderson) 看

来，民族是一种想象但并非是虚构的共同体，是

文化的人造物。［1］安德森的观点是属于后现代

性的，它呈现出一定的断裂性，通常用于对前现

代的部落民族遭遇现代性时的民族建构。而费

孝通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

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实际上，世

界各地的民族发展也确有其自身的连续性。［2］

经历了从华夏族到中华民族，以及如今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演变过程，这体现出，民族意识

的积极建构是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需求。
凝聚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必须

面对的问题。凯恩斯( Ed Cairns) 等指出，族群

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矛盾的存

在: 它既可能推动和平发展，也具备制造冲突的

威力。［3］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工作

面临着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

并存”。其中两条便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

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

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

存。”［4］由此可见，如何调和民族间的矛盾并“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名学者应有的学

理思考。正如严庆所言: “与‘中华民族’相比，

‘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强调了‘共同’的民族实体

意义———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精神文化、共
同的责任使命、共同的前途命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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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符号机制是记忆性的，如张汉良所

说:“语言符号规模一切感官经验，包括记忆，为

它建码，生产意义。”［6］因此，民族符号学能够为

透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过程之记忆生

成提供视角。作为文化符号学的一个分支，民

族符号学研究一般从具体的微观分析切入，最

终抵达规则、功能、结构等更为深层和宏观的层

面。而指示性，是意义符号系统的一个基本问

题，能揭示民族文化如何创造记忆与召唤认同

感。借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可以从

指示性的视角着手进行考察。
一、指示性: 民族记忆的基础

皮尔斯在建立当代符号学的理论体系时，

把符号分为像似符( icon) 、指示符( index) 和规

约符( symbol) 三种，这三种符号基于与对象之

间的不同关系而形成，因此各有差别。其中，指

示符是“促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能够引起其

反应的对象之上”［7］的符号，而指示性就是指示

符号所特有的性质，它与空间性、秩序性紧密扣

合。笔者曾指出，由于先验想象起着呈现物之

整体观相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浑成地对对象进

行知觉活动，因此，先验意识的框架必然是指示

性( indexcality) 的。换言之，指示性是符号认知

的基本框架( scaffolding) ，体现了符号世界与对

象世界的锚定( anchorness) 。［8］

人具有指示能力，指示性不仅可以让人认

识到整个指示符谱的秩序，还能认识到秩序或

者说整体符谱的缺失。因此，指示性是符号记

忆的重要基础。韩蕾在讨论符号文本的穿越性

时指出，“‘我’可能是一个个体声音、一个主体

间性的声音、一个文化集体的声音、一个人类种

群的声音，也可能是历时的文学史的声音、共时

的文化族群的声音。我们得同意马蒂的说法，

这是一种超越了年代、身份、性别、姓氏、自传、
生物父母以及居住地的、由世界时空的结构所

决定的对话的声音。”［9］也就是说，由着主体的

自我在对自我的经验的叙述，“我”和这个世界

的关系被先前的所有文本所中介: 整体文化史

的言说在“我”的言说中成为了共时的言说，符

号记忆因此被凝结到了一个主体性的共时截面

之上。这是由于如此，任何言说都不可能脱离

历史和文本语境，它在本体上就是交互的、对话

性的: 就如“我”和世界从来都是在对话中的那

样。而“我”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被先前的文本所

中介呢? “指示性”作为我与世界的“锚定”，作

为安置整个文本世界的秩序框架，是构成这种

中介关系的基础所在。民族文化的空间性作为

特殊的指示性，成为了记忆的重要编码之一，和

其他编码一起构成了叙述的基本结构。
关于 空 间 与 记 忆 的 关 系，在《记 忆 之 术》

( The Art of Memory ) 一书中，叶慈 ( Frances A．
Yates) 讲述了赛摩尼底斯人( Simonides of Ceos)
通过训练培养出惊人记忆力的故事。他们将记

忆附着在特定的意象之上，然后按照一定的秩

序，将其放置在特定的场所。［10］如果说记忆总是

与场所或空间相关，那么，当我们反过来打量指

示性的特征，看到它所具有的空间性与方向性

的时候，就难免会重新考量指示性与记忆的关

系。如我们所知，族群关系牵涉到族群认同、意
识建构、关系结构与相互对待等问题，那么族群

就不是一种历史或静态的存在，而是彼此在共

振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被解释、被建构或被

想象出来。哈布瓦赫( Maurics Halbwachs) 认为，

“族群是赖于共同起源或集体记忆，排除外人，

形塑族群的自我意象、历史记忆与文化……记

忆的同时便是遗忘。”［11］而记忆如何形成，如何

将与过去相连的认知确证性地存留下来，排除

不相关的要素，形成族群身份? 如果对生活在

较为接近原始自然状态中的族群进行考察，去

透视他们存留得最为完整的传统与空间之关

系，就会发现，大多数这样的族群，都有“一套透

过人参与空间的过程而在特定地域上生成的身

分定位与区辨机制，同时也是身份延续的结果;

而此区域不同语言土著人群相互理解与来往的

共通基础，就是建立在这一套人与空间参与构

成地景与身分的本体形式之上。”［12］也就是说，

族群的生活空间和内部成员在这个空间中的定

位，这种空间性的、具有秩序性的指示符之特

征，对于记忆与身份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隐藏的维度》( The Hidden Dimension) 一

书中，人类学家霍尔( Edward Twitchell Hall) 清

楚地揭示出，人类社会的阶序性结构与其居住

空间的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13］: 这种结构上

的相似，类似于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体系中所说

的“图表像似性”( grammatical iconicity) ，是场所

与社会空间与权力共构的表现。然而，在和社

会权力结构相似的实际空间及通过叙述表征出

来的空间中，这种阶序性是以指示性为基础来



JOUＲNAL OF ETHNOLOGY 2021 /01 总第 63 期

第

十

二

卷

28

编织和展开的: 建筑群落的中心性和空间分布，

往往与族群、民族的世界观暗合，指向透过语言

媒介同时传承下来的、具有社会阶序性编码的

集体记忆。
克莱德尔( Lawrence Krader) 观察并分析过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蒙古包分布形式。他认为，

以父族为中心的世界结构，以及按家庭亲缘关

系的远近和长幼齿序排列的、具有明显指示性

的家庭关系［14］:

父亲的毡房位于家族蒙古包圈的中心，两

边按辈分和年纪的次序排列着其他家庭成员的

毡房。除了近亲之外，富有的家族蒙古包圈的

外围还住着比较贫穷的远亲……在第一排毡房

之外还有第二排毡房，亲缘关系最远的穷亲戚

和仆人住在里面。
蒙古包圈的分布，在关系上的指示性十分

清晰。按各个毡房离父亲居住的毡房的远近距

离，外人大致判断出族群内部亲缘关系和经济

地位的远近高低。然而，另一方面，由于蒙古包

圈的结构呈环状，以及家族聚会场合按圆形入

座的顺序，家族成员在地位上能获得一定程度

的平等性。以此座次进行聚会，共同讲述家族

故事和族群传说，整个家族具有强大的粘合性。
在这里，显现出家族成员阶序关系的指示性，和

以邻接性、靠联结关系形成的转喻修辞，共同构

成了家族叙事的结构。如果说指示性展示的是

家族成员在当下的血缘和经济地位，那么，靠转

喻修辞形成的环形散布的毡房位置和座位，以

及以这种座次为顺序来讲述故事的家庭成员，

就形成了一个历时性的隐喻: 所有的家族成员

都源自同一个的祖先，分享共同的血缘和传说

故事，存留着共同的家族记忆。由此，历时性的

沉积在共时截面上完成了对记忆的融合，此时

自我在家族这一群体中得到了身份确证并逐步

形成认同。

图 1 环形聚落的蒙古包圈

无独有偶，生活在云南怒江地区的普米族

人，其生活空间与族群文化概念中的指示性，为

族群的群体记忆和身份认同奠定了重要基础。
普米语是普米人使用的语言，源自藏语，随后发

展为独立于藏缅语系的一支。该语言的使用人

数约八万，分布在中国四川西南与云南西北一

带。在过去的文献与当地汉话中他们被称作
“西番”; 而当前云南境内认定其为普米族，四川

境内被属藏族。使用普米语的人群自称其发音

因地而异，各不相同，如“ph 55 mi55”、“h 55

m55”、“pho55m53”、“th o55mi53”等。［15］人类学

者李文窈在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进行

的田野调查发现，在该地普米族人使用的语言

中，存 在“u35”这 个 重 要 的 概 念，其 意 为“骨

头”、“根根”或“骨根”，“表示人的身体及认识

与外在物理世界不可分割的地景”。［12］实际上，

这是族群对自我身份进行确认和建构集体记忆

的核心。莱文( Nancy Levine) 的研究表明，在和

普米语相近的尼泊尔藏语系中，“骨”的概念可

以表示: ( 1) 身体的构成，来自父辈的遗传物质;

( 2) 由此可以追溯和索引的，共有的族群祖先;

( 3) 世袭的社会阶序。［16］因此，“骨”具有清晰的

指示性: 它不仅可以在身体的关联性上指向父

辈，还可以由此在历史和记忆上索引性地指向

祖先，并能在社会结构上空间性地指向其阶序

性。以此形成的族群意识，是以这几种指示性

的逐级递增为基础的。
李文窈的调查，也得出了与上述相近但有

细微差异的结论。其研究表明，居住在永宁乡

的普米族人是一个社会关系较为平等的族群。
早在土司统治时代，他们便同属于当地拥有土

地的百姓等级，族内彼此平等，对外则较为团

结。他们和当地的摩梭族都保留了“走婚”的传

统习俗。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普米族的走

婚仍然需要受到男女双方家庭的认可，关系较

为稳定。在当地普米家族，基本的社会单位是
“家户”( m55q55 ) ，但不同的、经由一个家户按

家规分出去的多个家户可以共用一个家名: “彼

此为‘兄弟 /姊妹’的家户成员在死后火化完捡

拾的骨灰，都要埋放到相同的山中地点，人们也

认为各个家户的家屋中都同样敬祭着所有埋放

在相同地点的祖先。埋放在山中的骨灰即称作
‘u35’。只有分衍自同样家户的家户才可以将

成员的骨灰埋在相同地点，也只有在分自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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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户的家屋中，才可以敬祭那些埋放在该家骨

灰放置处的祖先名字。”［12］
在这里，“骨”( u35 )

这个概念转化为“骨灰”之后，在空间性的指示

关系上就成了维系记忆和身份认同之家族亲缘

关系的基础。由于复杂的分户法则而产生的族

群关系，被简化为了空间秩序，就如作者所观察

到的: 能够真正界定也标示出共同来源与曾经

分衍关系的，是死后骨灰 u35 的埋放，对于 u35

埋入自家地点的祖先的敬祭，以及表示家的身

份的 u35的名字。如果不是真正分衍自同一家

的家户，即使彼此有着同样的汉姓、彼此互相称

为“兄弟 /姊妹”或“同支”、并且在丧事上互相帮

助、在节日上共食，这些家户成员死后埋放骨灰

的地点以及 u35 的名字，也并不会相同。u35 所

埋放的地点与名字，可以说是不同家户在过去

曾经属于同一家户、迁自同一地方的具象体现

与记忆，也是对于家户身份最根本的认定。［12］

该记录表明，生活在永宁乡的普米族人在

区分家族和族群内部的社会关系时，运用了以
“骨”为基本联结的空间模式，这种模式将社会

亲缘的阶序性( 而非社会等级的阶序性，前文已

指出，该地聚居的普米族自土司统治时期以来

就是一个地位关系平等的族群) 转化为空间的

指示性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家族记忆以及

形成身份认同。李文窈指出: “‘u35’这个语汇

而可表达的凝聚，其实并不只有经由父子传承

而产生的连带; 在当代情形中，即使家户中不再

保持构成成员身体的骨的一致，彼此之间仍旧

可依据分衍关系、家户继承与骨灰埋放，继续维

持凝聚由 u35 所表征的关系与身份。这样的凝

聚其实就来自 u35的多种指涉，而将不同层面建

立的关系扣合成一个连续体，也使 u35所表征的

关系并不会受到由生殖过程所决定的身体构成

特性所限制。”［20］这里所受的“多种指涉”，就是
“骨”的概念从身体、到地理空间、到社会空间关

系及亲缘远近这几个层面上的指示性，它们共

同凝聚了家族记忆，表征家族身份，从而“将不

同层面建立的关系扣合成一个连续体”。由此，

对于族群和家族文化记忆而言，指示性具有重

要作用。
二、记忆与民族认同

作为民族记忆的基础，指示性连接了符号

与记忆，进一步递推至认同感的产生。记忆如

何与民族认同发生耦合? 指示性在其中作用何

为? 如果将指示性、民族记忆与民族认同的关

系进行思考，就会发现，指示性是民族记忆与民

族认同的中介。
“集体记忆”一词，最早可溯源至涂尔干( E-

mile Durkheim，又译为迪尔凯姆) 《宗教生活的

基本 形 式》(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Ｒeligious
Life) 一书，其学生哈布瓦赫在 1925 年首次正式

提出。受到哈布瓦赫的影响，记忆研究在社会

框架下更多地强调社会互动与群体互动。另一

方面，文化符号学家洛特曼( Juri M． Lotman) 认

为文化是一种记忆，具有传播、创造和记录的功

能。同时，记忆又是一种符号现象，因此，文化

就与符号学相关。［17］受到洛特曼与塔尔图 － 莫

斯科符号学派其他研究者的启发，扬·阿斯曼
( Jan Assmann) 进一步细化了哈布瓦赫对集体记

忆的论述，将记忆分为交流记忆( communicative
memory) 和文化记忆 ( cultural memory ) 。他 认

为，交流记忆与日常生活相关，其留存的时间有

限，可能仅存三、四代便会消逝; 而文化记忆，则

是“诸如文字、图像、特殊仪式等的主要内容，它

在特定的社会与时代中反复出现，以此‘培养’
人们形成稳定的自我形象”。［18］也就是说，在一

个文化群体反复操演各种符号或符号活动时，

指示性便展现其锚定的功能，确立群体意识的

核心内容，引导成员将自我意识指向群体。阿

斯曼对文化记忆的界定，将焦点放在了记录与

建构记忆的媒介中，已然将现实世界与意识世

界二者汇聚在同一个截面。然而，阿斯曼所列

举的媒介，强调的是历史定格，此时记忆以“永

恒”的方式展演。如果用记忆流动的视角对此

进行审视，即便是已经沉淀下来的集体记忆，也

并非为可供直接复制粘贴的模版。
哈杰克( Martin Hájek) 等认为，过去的知识

并不是集体记忆的唯一来源，而是其产生的先

决条件。以符号学关照记忆，人们是否接受，决

定了记忆是否能在竞争中胜出。［19］换言之，尽管

历史文本可以指向整个社群的记忆，但在具体

实践中，能否唤醒成员个体的认同感，还涉及到

指示性的竞争。洛夫特斯( Elizabeth F． Loftus)
指出，记忆是可塑的，它不仅可能会改变先前经

历过的事件细节，也可以在毫无防御之心的个

体植入完全错误的记忆。为此，他做了一项实

验: 实验者请被试去观看与交通事故相关的系

列图片。首次观看后，实验者向被试描述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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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相关的额外信息，有些与原始图片内容相

矛盾，有些内容与原始图片一致。结果显示，实

验者可以通过语言互动，对被试的回忆植入各

种错误片段。［20］在此实验中，作为历史的事故图

片与当下的实验者语言描述处于一种竞争的状

态，二者的指示性能否取得成功，与人们的选择

性接受息息相关。也就是说，记忆具有变异的

特性。一旦人们对先前的记忆进行再度阐释，

当下的叙述就会影响未来的理解。
在民族记忆方面，王明珂对羌族的研究与

此颇为相似。生活在四川西部的羌族，长期处

于在“汉”、“藏”两大文化系统之间，汉文化与藏

文化的指示性在羌族人的族群认同中持续在竞

争。王明珂观察到，羌族村寨的家族认同中普

遍存在一个现象，“‘汉化’的迹象之一便是‘同

姓家族’认同超越或取代‘村寨’认同，有时这也

表现在山神信仰上。”［21］43 具体而言，羌族地区

有几个同姓或不同姓的家庭，都认为自己同属

一个“家族”，一个家族过去是“刘、王、张”三姓，

现在变为“刘、王、龙”三姓。［21］37 这是羌族人通

过改变祖先“历史”的方式来重组家族，其变异

方向指向了汉文化。因此，将人们凝聚起来的

家族意识来源，并不仅仅只是共同的“血缘”和
“历史”，更有可能是通过指示性机制产生的集

体记忆移植。此外，王明珂还提到，在藏化较多

的地区，人们改变奉祀的“家神”来重塑集体记

忆。［21］39 － 40 神是藏传佛教文化用来表达信仰的

符号，通过祭祀同一个神这样的仪式活动，可以

指向成员同属一个家族，以此强化共同起源的

认同感。由于“神”的符号仍然是抽象的，羌族

人会将该观念再次具象化，在寨子附近的山上

找小石堆等特殊的记号。从小石堆到“神”，再

到共同记忆和家族认同，指示机制以多次衍义

的方式完成具象与抽象的对接。恰恰是因为从

小石堆开始，这种对接就是一种想象的仪式，因

此，指示性在作用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方向偏移

或多向融合。在此过程中，指示机制中任意一

端之所以能发生改变，都涉及到不同元素的力

量比拼。
在羌族 的 族 群 认 同 中，王 明 珂 发 现，“尔

玛”、“汉人”与“蛮子”是他们用于区分认同群

体的概念。他们用“尔玛”这一概念指示“我们

的人”，是以血缘关系凝聚起来的最大的“我

族”，即拥有同一“根根”的人群。［21］53 － 64 而“汉

人”是地理位置处在相对下游的人群;“蛮子”则

是上游的异己者，但是其与“汉人”之间没有明

确且有限的族群划分界限。通过概念的区分，

羌族人在爱憎情感上指向了民族的优劣之分，

指示性在情感偏向的驱动下凝聚起族群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川地区，虽然他们登记的客

观身份是羌族，但许多人认为自己有“汉人的根

根”。尽管他们会被下游村寨的人群称为“蛮

子”，但他们转而会把“蛮子”的帽子扣在同村某

些家族或者上游村落的人身上。［21］62 － 63 借用当
地人的俗语，王明珂把羌族人族群体系称为“一

截骂一截”。该片区的羌族人对汉人“根根”具

有认同感，是指示性在民族记忆形成过程中的

竞争结果。
由于各种因素，如血缘亲属、地缘空间和资

源共享等，“汉”意识的指示性在竞争过程中占

据了优势。汉化较多地区的羌族人接受且夸耀

汉化的民族记忆，憎恨并遗忘与“蛮子”相关的

记忆，逐步推向汉化的民族认同。在这里，指示

性的竞争机制，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偏好。
而最终抵达的民族认同，实际上可能是一种拟

真的民族认同。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指示性

在民族记忆和民族认同中的作用机制，如图 2
所示。

图 2 指示性在民族认同中形成的作用机制

羌族人对“尔玛”的认同，也并非如传统一

般狭隘且一层不变。在更高的层次上，羌族人

的内心深处会因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而感到自豪。［21］70 － 71“尔玛”概念的模糊性，不仅
体现在族群的地理边界中，在层次的深度上也

会由内往外逐层推进。从家庭，到家族，再到族

群与国家，认同的疆界会随着情境的变化扩大

或缩小。这种“自己人”认同的模式，就相当于

一个边界来回流动的同心圆。而随着旅游等交

流活动让民族故事的自我叙述与传播更加频

繁，媒介将民族的符谱档案得以保存与流传，民

族间友好的来往交流推动着民族记忆指向更高

层面上的“共同体”。从某一民族内的族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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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建构，离不开共同记

忆，更离不开指示性的作用。
三、“龙”之指示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召唤

符号与对象因为指示性而形成一定的因果

关系，指示性是符号认知的基本框架。当指向

相似释义的符号不断重叠时，事物便可在人脑

中形成稳定的映现。当一个社群的成员普遍接

受同样的指示性时，共同记忆就由此产生。民

族作为广泛意义上的社群，其集体记忆的基础

依然是指示性。认同的建构，建立在共同记忆

的进一步指示。龙，作为一种想象的符号，是中

华民族的记忆的凝结; 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

的形象出现在各民族的传说、建筑、服饰、器皿、
民俗活动等媒介中，组合成中华民族的文化景

观，指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
( 一) “龙”符号之指示性的历时演变

“龙”并非为现实世界的实体，因此，“龙”符

号的诞生，即其指示对象何为，是探讨龙的指示

性之前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在民族的历史

记忆中，龙的生物性起源多元，包括蛇、鳄、鱼、
猪、马、牛、蜥蜴、羊、鸟、恐龙、虎等。影响较为

广泛的是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提出的图腾化合

说，他将龙的主要原型归结为蛇［22］25 － 26 :

然则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的答案

是: 它是一种图腾( Totem) ，并且是只存在于图

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

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

体。……龙图腾，不拘它局部的像马也好，像狗

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

基本形态却是蛇。……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

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

“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未图腾的团族

( Klan) 兼并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

族，大蛇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

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
闻一多的论说表明，龙在现实世界中的对

象之指示性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大蛇”比马、狗
等的指示性更契合人们对“神秘”的想象与崇

拜，在主要的集体记忆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族

间经过各种交流活动，人们对大蛇的记忆再现

又吸收了兽类特征，这与当时的群体对龙所进

行的“当下阐释”发生相互交融休戚相关。此

处，融合了多种生物特质的“龙”，脱离了真实存

在的某一生物种类本身。当多种生物元素或强

或弱的指示性组合进一个符号里，“龙”就重组

为一种全新的虚拟记忆。
“龙”符号诞生的背后，体现了指示性在各

种现 实 因 素 面 前 的 较 量。古 人 为 何 要 创 造
“龙”? “龙”为何能成为“神”? 在闻一多看来，

对龙的崇拜，就是一种图腾崇拜。“Totem”一词

意为“我的亲属”。已逝的“亲属”转换为一种记

忆，在 敬 畏 与 珍 视 中 指 示 着 对 血 缘 的 认 同。
“龙”取“图腾”的“亲属”之义，是隐喻思维的一

种体现:“龙”的符号记忆与“亲属”进行接合，挪

用并凸显出其“珍贵”的意指。闻一多认为，人

们首先假定龙是自己的祖宗，那么自己就具备

了龙的性质，即“人的拟兽化”; 随后，人们按照
“龙”的模样装饰自我，同时也按照自身模样来

拟想始祖，实现“兽 的 拟 人 化”; 当 记 忆 模 糊，

“我”源自于始祖的记忆具备了合理性。［22］31“三

皇”之一伏羲氏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第一

个“龙族”，他发现并创造了“龙”。在中国南方

的彝、白、傈僳等民族的传说中，伏羲由华胥“感

蛇孕”而生，其相貌为“蛇身人首”。如此，自我

与家族谱序的关系，自我在族群和世界图景中

的安置，都有了和认知框架扣合的“锚定”点，它

指向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起源。
随着狩猎时代更迭至农耕文明时代，“龙”

的意指延展超越了“人 － 野生动物”的二元对立

框架。除了动物，人们恐惧和敬畏的对象还有
“天气”。庄稼的收成、畜牧的繁殖与自然力量

具有直接的关联。基于这种现实因素，“龙”被

隐喻性地建构为了“雨神”。《山海经·大荒东

经》曰“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应龙乃司

雨之神，一旦他犯错，天下就会发生旱灾。《淮

南子·地形训》曰:“黄龙入藏生黄泉，黄泉之埃

上为黄云。青龙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为青

云。赤龙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为赤云。白

龙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为白云。玄龙入藏

生玄泉，玄泉之埃上为玄云。”龙在地上则泉水

出现，龙在天上则云出现。泉是人类理想的水

源，云积聚到一定量就会降雨。“龙”所指涉的

对象转向了为赐予人们恩泽的神灵。“龙”的司

雨能力，进一步推演出其为“百虫之长”。《论

衡·龙虚篇》曰: “传言鳞虫三百，龙之为长。”
《尔雅翼·释龙》又曰:“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

潜渊，物之至灵者也。”作为统领众虫的至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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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逐渐成为“至尊”、“成就”等神灵崇拜的意

义指向所在。在此基础上，“龙”的隐喻意义发

生了政治转向，开始转喻性地和皇族的维权发

生关联。从秦始皇开始，“龙子”是帝王的专门

性锚定。秦始皇认为，天下大一统后，“王”无法

指示其至尊地位，遂用“帝”之称，而其死后，则

被称为“祖龙”。同样的，汉高祖刘邦也借用了
“龙”的“崇高性”与“尊贵性”，来建构自我的皇

族身份。《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沛丰邑

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
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

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

遂产高祖。”“其母感龙而生”的神话，事实上是

一种在天人关系之间对自我阶序位置的确立，

在其象征意义之外，也具有明确的阶序指示作

用。通过大规模地设立符号修辞，“龙”与皇家

权力形成了稳固的转喻关系。在这里，“龙”的

符号意义发生了滑动: “龙”的后裔只能是至高

无上的皇帝本人，“龙”神圣不可侵犯，只能与皇

族产生联结关系。“龙种”“龙子”“龙颜”“龙

体”“龙袍”“龙座”等与皇帝相关的一切事物都

与“龙”相互耦合，人们对“龙”的认同与对皇权

的服从相互纠缠。“龙”符号之尊崇地位的单一

释义，整合了各民族对“龙”的不同理解。皇权

因“龙”的指示性而得以巩固，“龙”的指示性亦

因为皇权而趋于统一。
清王朝瓦解后，“龙”符号的指示性不再为

皇家所独用，其“尊贵”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被消

解。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当时的部分知识分

子将寓意“皇权”的“龙”视作洪水猛兽，就如施

爱东所描述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对这条象征

专制皇权的恶龙深恶痛绝，他们将扯落龙旗、砸
碎 龙 椅、赶 跑 真 龙 天 子 视 作 革 命 胜 利 的 象

征。”［22］然而，尽管“龙”这一符号在彼时被重新

解释为具有负面意义的“腐朽皇权”，因此受到

一定程度上的正向意义瓦解，但西方文化的外

部凝视，并没有让民间延续了几千年的“龙”之

共同记忆消散。这种记忆横亘在整个民族的心

头，此时，“龙”符号之指示性处于沉默的状态，

有待新一轮的唤醒。1978 年，台湾作曲家侯德

健对列强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不断干涉海峡两岸

的问题感到愤然，因此，他创作了歌曲《龙的传

人》，其一经发布，便传唱至全球华人圈，亦点燃

了改革开放建设者的澎湃之情。该歌曲的唱

词，激活了“龙”符号沉寂已久的“中华民族”指

示性:“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

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

人。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在歌词中，“龙”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符号，各

族人民不仅拥有共同的血缘，更分享着共同的

文化基因。以“巨”修饰“龙”，使得人们对“龙”
符号的理解与把握，指示为“伟岸”与“强大”。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等中华人民共同

表现出来的生物性状，与“龙”之流传记忆凝结

在同一共时截面上，完成了中华儿女与“龙的传

人”的记忆融合。“龙的传人”这一概念的言说

方式，指向了中华儿女共同的民族记忆源远流

长，并递推至中华民族的意识认同。由此，“龙”
的符号的指示性变体可用图 3 表示:

图 3 指示性机制与“龙”符号的历时演变

( 二) “龙”之民族记忆与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无论“龙”符号的各种指示对象在历史记忆

中发生何种演变，但民间对“龙”的核心记忆结

构仍然能保留完整。不同的族群通过各种媒介

表征，对“龙”形成了稳定的叙事结构。“龙”在

民族记忆中为百虫之长且具备司雨能力，人民

在祈求甘霖与辟除百虫的民俗活动中，都会以

祈祷龙造福或感谢龙之保护为主，因此，“龙”在

口耳相传与身体表演中逐步抽象化为“吉祥”
“祥瑞”等神性，并在此基础上保持崇拜式的认

同。尽管各族的生产生活条件、居住环境、族群

文化语境及语言的不同，但“龙”之“祥瑞”的寓

意至今仍保持恒定不变的状态。
中国民间有“龙凤呈现”的俗语，最早出自

于《孔丛子·记问》。孔鲋云: “天子布德，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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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则麟凤龟龙先为之呈祥。”此后，表达吉庆

富贵之意时，“龙”与“凤”成为了不少喜庆之事

挪用的意象，并逐步追求文化审美。刘勰《文心

雕龙·原道》曰:“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

凝姿。”龙凤这一文化形象成为中华民族艺术作

品中的装饰图纹，常出现于玉器、瓷器、刺绣等

工艺品中。王大有描绘了传统的吉祥图案“龙

凤呈祥”的结构，“龙、凤各居一半，龙是升龙，张

口旋身，回首望凤; 凤是翔凤，展翅翘尾，举目眺

龙，周围瑞云朵朵，一派祥和之气。”［24］作为艺

术基本元素的“龙”，也是中华民族各大名胜古

迹的点缀之笔。据统计，中国大地有约 900 处

以“龙”命名的旅游景点与景观。［25］“龙”的形象

在世俗文化中的安置，既是各民族美好愿望的

投射，也是凝聚民族对自我由来的反身确证和

认同的象征，是建立在指示性基础上的民族记

忆绵延而成的。
不止如此，“龙”这个符号还被放置在对时

间的双重分节中，调节着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认

知。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汉族人以此为龙日，俗

称“龙抬头节”。在节气上，二月初二正处于“雨

水”、“惊蛰”与“春分”间，此后雨水会逐渐增

多。“龙”是掌控行云布雨之神，民间传说该日

即为龙王抬头的日子。吉成名的研究指出，龙

抬头节至少在元代已经形成。迄今为止，中国

三十多个省均有龙抬头节。其活动内容主要有

祭龙、撒灰、击房梁、熏虫、汲水、儿童戴小龙尾、
儿童开笔去兆、逆女归宁、吃猪头等［26］，家家户

户在活动中祈祷龙的保护，以求龙神赐福，如风

调雨顺、五谷丰熟、人畜安康等。“龙”之“祥瑞”
的隐喻，在汉族的民俗仪式活动中保持着记忆

活力。不止如此，少数民族也有与“龙”相关的

节日。位于滇南边陲的勐龙镇傣族，在举行“送

龙节”时会将祭品送给龙神以报答其带来的祥

瑞之气。该节日一般在阳历一月与春节之间，

经由“佛爷”组织，族人可自行把礼物放置于佛

寺所提供的“龙宫”上，并一同抬至勐笼河旁启

动祭拜仪式，结束时便把“龙宫”放于筏中随河

流而去。在云南兰坪县、宁蒗县等地的普米族

会举行“祭龙潭节”，期间各家会到自家龙潭旁

歇息三日，并把蛋、奶、酒等祭品摆在用木棍和

木板搭起的“龙宫”以祭奠龙神。而彝族、哈尼

族、基诺族、壮族等举行的则是“祭龙节”: 云南

彝族人在“祭龙节”期间，会围在神树前看猪宰

杀后的猪肝，根据颜色预测明年吉凶之兆: 如果

猪肝所呈现颜色偏黑，那么村寨未来可能会出

现波折，此时，德高望重的“龙头”带领族员向神

树祈祷; 而尼苏系的彝族人则以舞龙活动来感

谢龙神的保护，舞龙队举着巨龙进入族内各家

各户中，取“驱除邪气”之涵指意义。哈尼族人

停止生产活动约三日，且男性将家中置办祭物

拿到“龙树”下以对“龙”致谢; 在游寨祭龙活动

中，哈尼族人会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哼唱族歌。
与哈尼族相似，基诺族人在举行“祭大龙”节期

间，族民也会停产三天，并在塘边宰猪，取其骨

头以供奉，同时也会在树下宰牛，且把牛尾巴挂

于树上。壮族人通过宰杀牲畜以求六畜兴旺;

也有部分村寨用水将“龙”身( 即舞龙队) 泼湿，

其指示意义为“风调雨顺”。由此可见，“龙”是

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符号资源。不

同民族通过“龙”这一符号，不仅将族群的自我

缘起与世界相锚定，也通过它来完成对节气的

命名与意义赋予，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

元一体”态势的一个缩影: 一方 面，各 民 族 对
“龙”崇拜的民俗活动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同时，“龙”节日也会跨越族群文化边界，融合其

他民族的仪式内容; 另一方面，各族人民对“龙”
的民族记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龙”是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始祖认同之符。
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认同，可以激

活共有的历史符号资源，召唤中华儿女的符号

记忆。而符号学中指示性的基本原理，是共同

记忆之形塑与唤醒的机制，是共同体意识之认

同建构的进路。共同记忆的恒常与变异，民族

认同的共性与个性，都在“龙”符号的指示性上

有所体现。因此，在“龙崇拜”符码下，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叙事结构可以糅合各民族“龙”符号之

同质性与异质性，积极形塑与传承中华民族的

共同记忆。鉴于指示性的作用机制，建构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发掘出更多具有跨民族

特性的符号，如麒麟、貔貅、年兽等，在民族叙事

中培植共同记忆，以此调和民族关系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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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semiotic
cognition，indexicality plays a function of setting
different cultural texts in order，and incorporating
signs，memory and identification into a unity． Spe-
cifically，indexicality can be found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architecture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as well as in the cultural concepts in vari-
ous ethnic languages． These are often hierarchical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levels of geographic dis-
tance as well as with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mily members． Such indexicality is clearly dem-
onstrated in the following two cases． First，with re-
gard to Mongolia yurts，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yurts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nd the central one
occupied by their father explicitly refers to the de-
grees of kinship in the clan． Also，the ring struc-
ture and seating arrangement inside the yurt is con-
nected to the shared family memory by way of me-
tonymy． Secondly， people in the Pumi ethnic
group use the concept of“bones”( or Gu，u35 ) to
distinguish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clan
and the ethnic group，and such a sign is a typical
index． When members in the group communicate
or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multiple references to
“signs”construct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fami-
ly，combining them into a continuum，thereby giv-
ing rise to a sense of kindred and formulating self-
identity． Thus，not only is indexicality the“base”
of ethnic memory，but it is a mechanism for form-
ing identification as well．

With the effects of elements such as consan-
guinity，geography or resources，the present ethno-
narrative，in turn，influences the indexicality of a
sign in different aspects． Driven by affective pref-
erence，ethnic memory may vary in different peri-
ods，and could be possibly built into a new one
distinct from the historical texts or the other ethnic
cultures，and then worked accordingly into the ex-
pansion or contra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For exam-

ple， the Qiang people， located in western Si-
chuan，China，have absorbed both Han culture
and Tibetan culture into their ethnic cultural mem-
ories thereby forming their own culture． In this way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fication are flexible． Conse-
quently，whether it is within a family，a clan，an
ethnic group or a nation，a sense of community can
be constructed with a self-awareness．

Signs，which are important resources in mem-
ory，can summo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by conju-
ring up indexicality by producing common emotion-
al feelings among community members．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indexicality，
the symbol Long( or dragon，龙) can be examined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mmon memory of
Zhonghua Minzu ( or the Chinese nation ) ． There
are two aspects to this representation as follows．
Firstly，there is a diachronic aspect，namely，Long
is that which ancho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
self and the world shared by all Chinese ethnic
groups，which points to a common ancestor of the
Chinese nation． Secondly，there is a synchronic as-
pect． Long is a significant symbol linked with the
naming of solar terms and ceremonie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On the basis of indexicality，people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perform different folk rit-
uals，yet，together they completed the narration
that Long is taken as an ancestor and the worship
of its image as a god． In this way，the common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been formed．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via an examin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indexicality we can reflect upon what
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construct national sym-
bols and national narratives for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indexicality; ethnic memory;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sign; iden-
tity


